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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财务学的科技特质与传统理财思想之间已出现了明显分野，表现为“义”原则的淡漠、工具理性的横决、财富形态趋向虚拟化等，在提高了决策精度的同时也让人本财务远离而去，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修正现代财务学框架，必须从传统理财思想的土壤中汲取营养，包括重塑财务学伦理规范，将生态环境耗费纳入财务核算系统，建立利益分配新模式，财务理论研究和服务的重点应转向实体经济等。
关键词：财务学；工具理性；传统理财；分野；反思
中图分类号：F25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Study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Modern Corporate Finance
and Traditional Financial Theory 
CHANG Huabing

（School of Account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ial and Economics，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The evident deviation has arisen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modern corporate finance and traditional financial theory, which is indifferent principle of righteousness, running wild tool reason, fictitious wealth formation. At the same time of improving precision to make policy, people foremost finance is far away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era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going against. We must draw nutrition from soil of traditional financial theory to corre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ial theory, including to reshape the financial ethics, bring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into finance accounting system, set up new profit distribution model, the focus of financial theory research and service should be shifted to the re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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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财务学的科技特质与传统理财思想的分野
1.1  “义”原则的淡漠
中国传统理财思想以“义”和“利”为主线展开，追求义利共生。《论语·里仁》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此语重在阐述求取富贵的原则与态度，必须符合“义”与“仁道”；违此而获，则被视为过眼烟云不足取。西汉大儒董仲舒亦言：“天之生人矣，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到了后世，“义以制利，虽利不污”的观念广为流传。现代财务学则在强调“工具理性”的基础上以价值为主线展开，价值最大化或再加上“风险最小化”是现代财务学框架设计的出发点。目标既然确定，在具体方法选择上，自然只能选择净资产报酬率、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营业收入或利润增长率等技术指标，这类方法易于进行成本效益比较，符合利益主体追求价值最大化的特定要求。与传统理财思想相比较，现代财务学呈现强烈的科技特质，舍弃了传统理财思想视为两大内核之一的“义”，这或许与“义”内涵难以精确货币计量、近现代以来功利主义盛行以及人们对金钱的疯狂追逐等都有关系。
诚信不仅是传统社会为人处事的核心道德准则，也是经营理财的一大法宝。先秦文献《逸周书·大匡解》曰：“成年不尝，信诚匡助，以辅殖财”。周敦颐则把诚信称之为“五常之本，百行之源”（《通书·城下》）。明清小说中有大量具体例证可以说明经商理财的主流人物是奉行诚信不欺的诚贾廉商，“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成为传统社会比比皆是的现象。诚信是财务的内生性因素，就理财行为来说，如果理财关系双方都是诚实守信的，则理财成本与风险无疑会大大降低。但到了现代，传统理财一向精心呵护的“诚信”招牌在现实世界里已是千孔百疮，层出不穷的财务造假和欺诈案例不仅给投资者造成了严重损失，也给社会带来了强烈震撼。

1.2  工具理性的横决
传统理财完全围绕农业经济、个体工商业经营展开，覆盖了旧时几乎全部的经济组织。但现代财务学以金融资本市场为主要研究范围，以上市公司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他占经济总量大半的非上市公司适用性较差。可见在理论适用性上，现代财务学只关注了少数的重点，背离了传统理财思想普世、适用的原则。

论述、格言、谚语、警句等文学形式是传统理财思想主要的表达方式，如“财聚人散，财散人聚”、“人见利而不见害”、“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穷家富路”等，并期盼通过传播和应用，能在财富世界里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跨越。现代财务学则完全以定量分析为基础，并倚重许多诸如MM定理、风险收益模型、期权定价模型等复杂精巧的数理工具。翻阅一下目前财务学领域的课本和学术期刊，满眼都是复杂的经济计量技术和数学公式推理在应用，而与财务活动密切相关的文化、制度、习俗等难以量化的因素都被当作外生变量被抽象掉了。
古时生产力不发达，物质财富极端缺乏，先贤们目睹客观而残酷的生存环境，发出了“民生厚而德正”（《左传·成公十六年》）、“有恒产者有恒心”（《孟子·滕文公上》）的呐喊与期盼。时至今日，人们的生存环境极大改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但“民生厚”并没有导致“德正”，“有恒产者”也未进入“有恒心”的境界。原因何在？是否人类对金钱、财富的追逐会像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样永无止境、欲壑难填？若真是如此，那么基于“工具理性”、以价值或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现代财务学的科技特质就背离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初衷。
1.3   形态趋向虚拟化
传统理财思想的应用领域主要以实物理财为主，货币理财为辅，在形态上实物性概念很强。实物理财包括实物的获取、储存、分配和交换等，是理财活动的初级阶段，其实也是人类社会理财活动的基础和终极目标。实物理财出现于原始社会，繁盛于封建社会。在这一理财形态下，自给自足经济占主导地位，货币在财富中的地位不明显，商品经济及交换活动不发达，实物的获取、储存和分配在人们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传统理财思想中反映这方面的论述有很多，如“人思取财于人，不若取财于天地”、“地诚任，不患无财”、“田怕秋旱，人畏老贫”、“有田者不饥”、“人勤地不懒”等。
货币理财是经典的“货殖”（司马迁语）理财之开始，它出现于货币广泛使用和流通后，盛行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货币理财建立在货币大量存在以及高速流通基础上，具体方式包括以货币借贷来获取利息、以货币兑换来获取差价、以股权投资来获取红利等。“多财善贾”、“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无债一身轻”、“财不露白”等都是民间流传的对货币理财的描述。
现代财务学理论则主要基于金融理财尤其是证券市场而构建的，在形态上虚拟性特征明显。金融理财发迹于工业革命初期，繁盛于工业经济和新经济时代，形成的标志是证券、证券市场和现代银行业的出现。到了近代尤其是现代，伴随着科学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和商品交换范围的极大扩展，金融业的重要性大大上升，金融理财受到了社会各阶层人士更多的关注。金融理财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对实物理财和货币理财具有杠杆作用，因为人们从事金融理财活动最终是为了能更大量、更便捷地支配实物或货币理财活动。

2   现代财务学与传统理财思想分野的原因与后果

依上分析，现代财务学并没有沿着传统理财思想的脉络发展下去，其与传统理财思想的分野与一百多年来，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的飞跃、组织管理的提升和经济形态的转变密切相关。

《荀子》云：“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当前，急功近利、拜金主义盛行，诚信恶化，物欲横流，“不言富者贪”，人与人之间隔阂日益加深。人们为追逐物质财富而忙碌，自己则迷失在忙碌之中。有种观点认为，利益关系导致了财务失信。其实，伦理道德从未排斥利益的存在，相反，王素莲等[1]认为，“伦理道德总是内含一定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精神利益于其中，一切道德行为必须通过利益发生作用。”古人所说的“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富贵非荣，富贵而利济于世者为荣”，不正是指出了利益是伦理道德的内生因素吗！亚当·斯密[2]则说:“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处于他们自利的打算。”利益本无过，问题在于追求利益的途径和方式。曾军平[3]认为，“个体追求自我利益的行为，如果是正义的，如市场的公平交易行为，则个体的自爱就会导向社会的利益；反之，则会形成对社会利益的破坏”。在这方面，古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无疑是一句千古良言。

与全球范围内伦理道德失落的同时，是工具理性的横肆。现代财务学选择“工具理性”来构建理论框架是有历史渊源的。西方国家在进入工业革命以后，普遍追求高效率的大规模生产，马克斯·韦伯、“科学管理之父”泰罗、法国管理大师法约尔等都大肆宣扬“效率”、“工具理性”的概念，以至于目前工具理性依然占据着管理学术界的主导地位。

1998年经济学诺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认为，关注财富和追求更高的目标是经济学缺一不可的两个源泉，与此相对应，经济学就有两种构建方法：一是运用数理、逻辑的科技型方法，二是人文伦理方法。但后来发展的实际情况是，人文伦理方法被大大忽略了。主流财务学的发展也选择了科技型的构建路径，这直接导致了现代财务学的贫困化状态。现代财务学的优点是能够比较容易地得出经过假设过滤的基本结论，但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正如罗伯特·希勒[4]所说，社会经济政策的讨论不能太依赖这些原始的数理模型，因为后者只适用于能够用精确的科学方法解决的问题；如果过分地要求精确，有可能因过于狭隘而离题万里。

现代财务学不完备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股东价值（或利润）最大化等工具理性范式不仅造成了财务伦理的失落和虚拟经济泡沫的周期性破裂，还带来了人类对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无限制消耗以及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漠视，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背道而驰。财务伦理失落行为的成本低廉和利益的固定归属性是企业主体进行非伦理财务行为选择的主要动因，并且这些动因很长时期得不到改变。另外，从教育学上讲，按照现代财务学的教学理念和体系培养出的只能是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不是德、技兼备的具有完整人格的现代人。显然，现代财务学的发展已经严重背离了社会发展和经济现实的需求，亟需引起人们的深入反思和改进。

3   现代财务学需要从传统理财思想中汲取营养
3.1  重塑财务学伦理规范
财务学是一门充满决策、选择的学科，在每个决策、选择的背后都隐藏着成本与收益的比较。《荀子·修身》云：“保利弃义，谓之至贼”。社会主流要求财务人员在面临诚信与不诚信的行为选择时能毅然选择前者，但在现实中迫于上市、避税、融资、“漂亮的报表”等种种利益关系的要求，财务人员选择后者的绝不在少数。笔者认为，财务活动最初出现时一定是诚信的，第一个使用财务工具来进行财富管理的人也一定能做到财务诚信，不然他绝没有使用财务这个工具的需求；只是到后来，个人、社会关系复杂以后，这种需求被他人甚至自己利用了，才出现财务诚信扭曲的现象，从那以后，财务就不再是简单地独立自主地处理各项业务，财务诚信的扭曲问题也就变得愈加复杂起来。如何净化财务伦理土壤、重塑财务诚信呢？首先，在目前道德失落、私欲横流的社会危机下，仅仅要求财务人员秉持诚信公正的伦理道德远远不够，也收效甚微。秘鲁学者索托[5]指出：“当破坏法律的现象大规模出现时，没有哪个政府当局强大到能够控制住每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执行就越来越没有效力，作为个体的人就有动力去追寻他自己的利益，而根本不会理睬什么书面的限制。”因此，必须净化社会大环境，倡导全民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避免落入“就财务治财务”的低效陷阱。其次，就财务人员而言，不仅要在合法和非法之间划清界限，也要在公正与不公正、道德和不道德之间划清界限。还有，目前对财务失信的打击力度明显偏弱、范围偏窄，必须健全惩戒、刑责机制，加大惩罚力度，以儆效尤；同时还可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立完善的赔偿制度，这可使财务失信、违规的成本加大，减少其违规动力。
3.2  将生态环境耗费纳入财务决策系统
在社会再生产活动中，生态环境有两个作用：一是为企业生产过程提供自然资源，二是接纳企业排放的残渣、废液和污染物。目前企业在进行成本核算时，总成本包含了原料的获取成本、投入的货币资本、劳动的使用成本，而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性消耗却普遍地被忽略。在寻求反污染的财务策略时，可借鉴传统理财思想中的“定分止争”思想。《商君书·定分》有云：“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也，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科斯定理也表明，只要把生态环境产权明确，外部成本可以通过当事人之间的自愿谈判、排污权交易而实现内在化。由于目前生态环境的产权问题还未能有效解决，因此，建议主要通过政府干预来实施生态环境成本内在化，企业在进行财务决策时必须充分考虑这一因素。在具体措施上：一是要确立“生态环境资本”的概念，与财务资本、实物资本、人力资本一样，生态环境资本是企业再生产不可缺少的因素，并在投资、筹资、营运资金决策和利润分配中予以体现。二是通过生态环境成本的内在化，将其纳入企业商品或劳务的真实成本中，并在制定价格时使商品或劳务的价格覆盖包括生态环境成本在内的全部成本。三是目前财务评价体系主要反映财务业绩，只承认能以货币计量的、经过价值确认的经营业绩，而不包括生态环境耗费等非财务绩效，其结果是以牺牲生态环境质量为代价获取高额利润，却将隐蔽而沉重的治污费用转嫁给社会。在信息披露上，目前仅要求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做法也远远不够。

3.3  构建利益分配新模式

利益分配自古就受重视。“不患贫而患不均”、“受大者不得取小”、“人之道，损不足而益有余”等都是先民们关于财富利益分配的总结和思考。在市场经济下，利益分配具有强杠杆作用，也是研究和构建财务理论新框架的出发点。这其中的关键是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可借鉴传统理财思想倡导的“分生不分熟”理念，重点研究初次分配的参与主体和比例。当前迫在眉睫的有两个问题：一是被动参与企业生产经营的要素的成本补偿。名义上，生态环境属于全民或公共所有，但由于缺乏明确而强有力的声张主体，在企业利益分配时往往被忽略不计，这导致了企业生产对生态环境不计成本的使用和破坏。企业收益分配前的资本保全不仅要补偿物质成本、人力成本，也要补偿生态环境成本，这可采取提取生态环保基金的形式实施。全面资本保全以后，剩余收益才能根据风险报酬合约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分享。二是非持股普通员工能否分享剩余收益。按投入要素的贡献大小来进行收益分配并没有根本性错误。问题在于，人的天赋彼此不同，就象跑步一样，即使都没有经过专门训练，一些人还是跑得比其他人快。如果不加调整，经济社会一定会滑向贫富悬殊，且越是竞争激烈的时期或社会，滑向贫富悬殊的概率越大。作为社会契约的成员，企业的普通员工理应分享企业的剩余收益，这可借鉴原公益金形式，改变公益金的用途，让普通员工有机会从企业利润最大化中享受到实惠。

3.4  财务理论研究和服务的重点应转向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所创造的实物财富是人类财富的主要来源，也是社会经济发展、人类生存环境改善和生活质量提高的根本保障。在朴素的传统理财思想中，实物财富几乎是唯一的财富形态。北宋欧阳修在《本论》曰：“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财”，这里的“财”显然是指实物财富。民间谚语“百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中，“百鸟”对人们而言显然是“虚拟”财富，手中的“一鸟”才是实际财富。

但人类在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虚拟化，尤其是近20年来在电子化、网络化技术的强力推动下，金融经济突飞猛进。资产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愈发分离，交换价值以资本名义形成了价值形态的独立运动，全球经济正呈加速虚拟化趋势。目前在社会经济整体中，虚拟经济的总量和交易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全球每天数十万亿美元的虚拟金融交易中，与实体经济直接相关的约有1%～2%，人类经济真的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符号”经济。财富世界的虚拟化可以提高实体经济的运行速度，但负面作用也很大，主要有3点：一是货币滥发，通货膨胀抬头，物价普遍性上涨，人们怨声载道，社会不稳；二是出现严重贫富不均现象，中产阶层加速向贫富两极离散，社会人群在财富占有分布上呈现哑铃状，而非理想的橄榄状；三是过度追求资本化形态的抽象财富，忽视实体经济的发展，最终泡沫破裂，“符号财富”化为乌有。十多年前，有英国学者提出了“三重底线”（Triple Bottom Line）的概念，即企业在追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需同时满足经济繁荣、环境保护和社会福祉三方面的平衡发展，为社会创造持续发展的价值[6]。但在科技型财务学理论引导下的经济成长模式显然与此背道而驰。经济发展之所以如此，与现代财务理论重交换价值、轻使用价值，重杠杆操作、轻现金流动关系极大。可以说，植根于资本市场的现代财务学理论是虚拟经济的绝对推手。
3.5  警惕财务学理论体系全盘“工程化”

人类理财行为中蕴涵的文化与伦理具有不可精确货币量化的天生缺陷，但现代财务学在发展中逐渐抛弃了对人文与伦理的关注，从而选择依靠数学工具，走上了完全工程化的道路。

在西方，财务学与金融学呈一体化状况，统一用“Finance”表达；而中国却将其分而治之，目前至少形成了财务学、金融学两大分支。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金融工程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后，财务学领域内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是争傍“科技”这棵大树。麦金森[7]在《公司财务理论》一书中认为，财务学对企业和经济学的作用类似于科技工程对基础科学的作用。试看眼下的国内，国内教科书有《财务工程学》、《金融工程学》等名称，在职场上有金融工程师、财务工程师、理财工程师等岗位，还有某些高校设立了“金融工程研究所”、“理财工程学研究所”等机构。这种现象的出现和长久以来重科技工程、轻人文伦理的背景关系甚大。虽然马克思曾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能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8]，但实际上，若将影响人类经济行为的许多不可精确量化的意识形态因素强加量化，无疑是削足适履。财务不同于作为国际商业语言的会计，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会计理应趋同，但财务活动深受民族特性、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意识形态的影响，本土化、民族化的财务理论发展模式依然有旺盛的生命力。运用科技工程方法武装的财务学并没有缓解现代财务学的贫困化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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